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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国防

由“旺东事件”看安全危机应对

◆战例启示录◆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由来和使命

□刘振亚 夏 凉

见微知著的观察力

月错而风，础润而雨。战争与其他事物相

较，具有较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但它的发生

也总是有征候可寻，端倪可察的。英国军事学家

富勒曾说，军事统帅的艺术和成功的基础，是“要

时刻观察细枝末节，看透敌人的灵魂，采取敌人

意想不到的行动”。

信息化条件下，大量高新科技装备的运用，

让未来战场透明度增强的同时，也使双方侦察与

反侦察、伪装与反伪装的斗争更加激烈复杂。一

个细小情况可能隐藏敌方大的阴谋，一个微小发

现也可能会给指挥员带来意外的收获。要做到“见

微知著”，防患于未然，必须提高熟练使用信息

化作战指挥手段、快速感知战场信息、认知信息

化战场的能力，练就透视迷雾的慧眼和思维敏捷、

多谋善断的头脑，不被复杂诡秘的战场迷雾所困

惑，把握对方意图和动向中的“疑点”、迹象和

细微变化，发现掩藏在表象背后的“玄机”，采

取有针对性的对策。

去伪存真的辨别力

军为利争，也极易为利所惑，无数指挥员正

是抓住了对手的这种心理才得以示假成功，最终

赢得战争。海湾战争中美军隐真示假的“左勾拳”

行动；第五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利用无人驾驶

飞机，引诱叙利亚军队暴露导弹阵地雷达频率；

英阿马岛之战中英军声北击南的圣卡洛斯港登陆

战役等，都可谓“兵不厌诈”的现代版。

拿破仑曾说：“对于统帅，正确而准确的眼

力比诡计更为重要，更为有用。这种眼力就是对

一切假象的识别力和辨别力，在波谲云诡的战场

上，如果没有这种识辨能力注定是要上当受骗

的。”与以往相比，今天的信息化战场示假手段

更具复杂性、欺骗性，给辨真识假也带来更大的

难度。指挥员要使自己的推理判断符合战场实际

情况，弄清庐山真面目，必须善于关注战争各个

阶段的有关现象与细节，然后以此为依托，充分

联系当时作战进程、双方实力、潜在意图等客观

情况，经过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

由此及彼的客观分析、推敲，分清哪些是能反映

作战本来面目的真相，哪些是敌人故弄玄虚、别

有企图的假象。

快速应变的决断力

《吴子兵法�治兵第三》指出：“用兵之

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指挥员

在战场上的决断能力，将直接关系到战场主动权

的得失和作战的成败。

作战中，进攻者总是力求“出敌不意，攻敌

不备”；而防御者则总是力求充分准备，千方百

计地挫败敌人的进攻。双方谁做到“棋高一着”，

先机制敌，往往取决于各自指挥员的决断能力与

速度。未来战争由于各种高新技术在军事领域的

广泛应用，战场态势瞬息万变，部队机动能力成

倍提高，作战双方决一雌雄的时间越来越短，从

而使战场环境更加复杂，变化更加急剧。因而适

应这种形势，更需要指挥员具备快速应变、果敢

决策的决断能力，如果反应迟缓，左顾右盼、迟

疑不决，势必失去战机，最终招致失利。

指挥员敏捷而正确的决断，表面看似乎只要

“眉头一皱”，便可“计上心来”。其实不然，

如果没有对部队全局的掌握，没有博学多知作根

底，是难以做到敏捷决断的。因此，要不断提高

指挥员的能力素质和决策水平，用先进的作战理

论武装头脑，把握现代战争的特点规律；从古今

中外的著名战例中汲取经验教训，提高指挥决策

中的洞察能力、判断能力；从难、从严加强指挥

对抗演练，培养各级指挥员处乱不惊、临危不惧

的良好心理素质。

□王 勇

安
全危机作为一种极度危

险的不确定状态或突发

事件，对国家安全有着

极大的影响。当今世界，虽然大

的冲突与战争受到了多种因素的

遏制，但各种突发事件却此起彼

伏，使得国家当局进入了一种随

时都需要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的

危机管理新时代。综观我国周边

的安全环境与地区局势，在多方

向、多区域都存在着诸多潜在与

现实的安全危机。以中印方向为

例，这里不仅存在着由历史遗留

问题导致的边境领土争端，而且

存在着短期内难以解决的结构性

矛盾。尽管中印双方均着眼双边

关系发展的大局，致力于边境局

势的管控，但仍难以避免以“旺

东事件”为代表的安全危机的发

生。

怪哉！中国藏南地区竟被印

度变成了“邦”

在中印边境东段“传统习惯

线”向北到喜马拉雅山脊的分水

岭，有一片约 9万余平方千米的

地区（涵盖东经92度到97度），

它原属于西藏的门隅、洛隅、瓦

弄和下察隅，习惯上被称为“门

洛瓦隅地区”或“藏南地区”。

这里不仅地处多国交界，且受印

度洋湿润空气的影响，植被茂密，

环境优良，物产丰富，被称为西

藏的“江南”或“聚宝盆”。

藏南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和

独特的地理环境引起了他人的垂

涎。早在 1914年，英殖民主义者

就炮制出了一条非法的“麦克马

洪线”，意图将这片属于我国的

固有领土割裂出去，但遭到了中

国历代政府的反对。继承了英殖

民主义衣钵的印度，则借中国历

史上几个时期应对外敌入侵和解

决内乱无暇顾及之机，实质性地

侵占了藏南地区，并将其变成了

印度的一个临时“中央直辖

区”，直到 1986年，正式将它改

为“阿鲁纳恰尔邦”。

有外媒认为，印度的这一做

法似乎是“打了中国一记响亮的

耳光”，大有为 1962 年的失败

“雪耻的感觉”。

印方重新审议“安全局势”

挑起边境事端

印方挑起事端的背景是多方

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就任印总理的

英迪拉�甘地对印度安全局势的

“重新审议”。她在 1982至1983

年间，曾经批准过一份由时任陆

军参谋长克里希纳�拉奥上将为

代表的主战派精心制订的“防御

作战”计划。该计划通过对中印

边境东段双方态势的评估认为，

鉴于达旺附近地区的地形不利，

有必要前出至“实际控制线”甚

至“印方主战线”附近，控制哈

东山脊等有利地段，以继续巩固

印度在非法占领区的军事控制。

显然，印军制订的“计划”为印

度吞并藏南地区提供了应对“中

国反应”的军事保障。

印方在“阿邦”事件上的无

耻行径引发了中国的强烈不满，

中方提出了强烈抗议和严正警

告。印度对中方的外交抗议熟视

无睹，不仅不收敛，反而在靠近

“实际控制线”的达旺地区展开

了一系列的军事挑衅行动。

印军根据高层下达的“猎隼

行动”命令，在中印边境西藏方

向从东到南都部署了重兵，并向

锡金（已被印吞并）东北地区派

遣了装甲部队，以图“震慑”中

方。1987年 4月，印度又向塔格

拉山脊派遣了数量可观的支援部

队，并在桑多洛河谷地区，建立

起了可威胁中国边防部队前沿哨

所的“前端哨”。种种迹象表

明，印度不仅要确保其侵吞的

“阿鲁纳恰尔邦”成果，而且想

通过在边境地区的“蚕食”行动

获取更大的图谋。

印将领以“棋盘行动”强化

实际军事部署

印军按照既定方案，时常派

遣小股力量潜至克节朗河东北的

桑多洛河谷牧区搜集情报，监视

中国边防部队的行踪和建立临时

哨所。中国边防部队发现印军活

动后，采取了必要的防范措施，

并以开设防控点的方式，阻止印

军的非法“蚕食”。1986 年年

初，有关中国边防部队已在桑多

洛河建立“半永久性建筑”的报

告，引起了印度高层的极大关

注。

时值具有“鹰派”头衔的克

里希纳斯瓦米�桑搭吉上将接任

印陆军参谋长之际。为了对抗中

国军队的所谓“入侵”，他设法

使印度政府批准了代号为“棋盘

行动”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主要

内容是通过“演练”，将位于阿

萨姆平原的印军快速部署到与中

国接壤的“实际控制线”附近；

动用的力量涉及印陆军 10个师和

数个空军中队。“演习”中，有

1 个山地旅搭乘印军新装备的

米-26 重型直升机快速进至靠近

达旺的吉米塘，随后又从塔格拉

山口出发，越过纳木喀措，占据

了附近的哈东山口；3 个陆军师

也被调到了旺敦附近；另有近 5

万兵力被部署到“阿鲁纳恰尔

邦”（我藏南）的一些重要区

域。

1987年 4月，印军向塔格拉

山脊下的阵地补充了大量兵力，

并在桑多洛河谷地区建立了威胁

中国边防部队哨所的 7个“尖兵

哨”。这一迹象表明，印军已实

际侵入非法的“麦线”以北地

区，对中国构成了直接安全挑

战。

中国军队举行“87 � 4”演

习应对危局

中国对印方的公然挑衅，尤

其是对印军进一步“蚕食”非法

的“麦线”以北领土的恶劣行径

十分震惊与愤慨。高层迅即作出

决断，要求军队进一步加强边境

控制，并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印方

的蚕食、扩张行为，捍卫国家主

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尊

严，保持边境稳定。随即，中国

边防部队开始了在中印边境东段

相关区域的“87 � 4”演习，决

心通过在关键区域的“设点”与

“守点”行动，坚决粉碎印军的

企图。

1987年 4至 8月，相关部队

克服了高寒地区特殊地理环境对

军事行动带来的种种困难，在东

段“实际控制线”附近建立起了

防线，与印军形成了对峙。其

中，在苏鲁拉等地几乎是直接面

对面地对峙。

中国军队通过控制重要通

道，坚守旺东附近关键点，加强

对无名湖地区的控制，以及在朗

久、克节朗地区增设新的边防点

等一系列举措，强化了对“争议

区”及其一些重点地段的有效管

控，并在与印军的对峙中不断增

强实力，有力地配合了国家层面

的政治与外交斗争，为最终化解

危局创造了条件。

外交斡旋使得危机在战争边

缘停止

在边境对峙中，印军咄咄逼

人。身为陆军参谋长的桑搭吉认

为，印军已同 1962 年时完全不

同，装备有大量的运输机和作战

直升机，并在边境地区占据有利

态势，完全具备了“围歼”以轻

装步兵为主的中国军队的能力。

他甚至叫嚣，要进入西藏纵深地

区作战，“将战线推至雅鲁藏布

江”⋯⋯中印边境的局势似乎向

着失控的方向发展，一些西方媒

体也断言，“中印间将发生第二

次边境战争”，而“中国军队必

将在冲突中甘拜下风”。

然而，事态发展并未出现西

方国家预期的战争景象。这是因

为中国一贯主张通过友好协商，

互谅互让的精神，合情合理地解

决中印边界问题。故而在军事准

备的同时，一直在进行着化解

“战争危机”的外交努力，包括

透过相应的渠道向印方和国际社

会传递和平解决争端的意愿。

如，时任外交部发言人马毓真就

表示，“如果印度从中印边境撤

军，就可以使那里的紧张局势得

以缓和”；时任中央军事委员会

副主席的杨尚昆也在出访美国时

表示，尽管中国要求和平解决问

题，但如果印度坚持在边界沿线

进行侵略性刺探，中国将“不得

不作出反应”。

中国软硬兼有的两手准备，

让刚接手其母亲政权的拉吉夫�

甘地意识到，与中国进行新的一

场战争将得不偿失。毕竟无论从

地缘政治还是后勤保障方面看，

在中印边境地区展开大规模的对

抗都是不利的。故此，他不仅不

支持军方强硬派推动的边境军事

对抗行动，而且采取了一些有助

于化解危机的举措。包括让于 5

月赴平壤参加不结盟国家外长会

议的外交部长蒂瓦里顺访北京，

向中国领导人传递“新德里不打

算继续使边境地带的局势恶化”

的信息。7 月，拉�甘地在北方

邦国大党支持者群众集会时，公

开表明了印度新政府化解危机的

意愿。他强调，“有关中印边界

局势的错误报道是由某些西方大

国蓄意传播的，目的是要在印中

两国之间制造误解和紧张”。

与此同时，一些国家也通过

积极的外交斡旋来为中印间的军

事对峙降温，力劝中印双方认

真、现实地进行谈判，以便达成

一项解决办法。

正是由于各方都意识到了边

境地带对峙的危险性，从而对可

能升级为战争的危机进行了有效

干预。随后，中印两国政府逐渐

减少了在前沿地区的兵力部署，

并重新开启双边对话。1988年 12

月，拉�甘地出访中国，以寻求

实现中印两国之间的“真正和

解”。1993年，中印签订了一项

“以确保实际控制线两侧的和

平”的协议，其中引入了“平等

互利”的安全原则。至此，中印

关系重归正轨。

提高中印间的安全危机风险

管控任重道远

“旺东事件”解决的过程再

次表明，在安全危机应对中，积

极有效的沟通十分重要，这也是

20 世纪 60 年代美苏解决古巴导

弹危机的成功经验。然而，若是

只看到这一点，而忽视卓有成效

的军事应对准备，那就等于只看

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据有关资

料显示，“旺东事件”中，只因

中国进行了积极有效的军力部署

和战争准备，才使印度最高决策

当局不敢贸然犯险。

如今，中印关系进入了一个

全新的发展阶段。从主流上看，

中印作为两个最大的“新兴国

家”，不仅在经济上具有很大的

互补性，而且在许多国际问题上

也有着相近的看法。这是双方在

G20、“金砖国家”和“上合组

织”等构架中加强合作的基础。

以至于有评论认为，印度洋和亚

洲足够“同时容下”中国和印

度。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印两

国的经济合作快速发展，经贸额

至 2012 年达到 664.72 亿美元，

超过了2000年的近17倍。而且，

就在 2013年 10月 23日，中印两

国总理的北京会谈，就双方在政

治安全、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

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并同意

“加强分歧的管控”。这似乎让

外界看到了“龙象”和谐共舞的

愿景。

然而，事情的另一面却并不

那么乐观。虽然“旺东事件”已

过去了 27 年，可印度仍占据着

藏南地区的中国领土，并在 2013

年制造了中印边境西段的“帐篷

对峙”事件。近年来印方也一直

不惜花费巨资提高针对中国的军

备建设，一些媒体则不时炮制

“中国威胁论”。随着去年 12

月印日连续 4天在孟加拉湾举行

包括海上“反舰”与“反潜”内

容的联合军演，以及 2014 年 1

月下旬日本极右领导人安倍作为

“特邀贵宾”，出席印度独立日

庆典并宣称日印间构建深度安全

合作关系，一个印日“新的战略

轴心形成的信号”似乎也变得明

晰起来。诸多迹象表明，中印间

还远未达到可以完全“联姻”的

地步。相反，历史遗留的领土争

端及其双方存在的结构性矛盾，

随时都可能导致难以预期的安全

危机，有必要强化底线思维，积

极管控中印间的安全风险，以确

保我国应对复杂挑战的战略主

动。

提高指挥员决策思维能力

□姜鲁鸣 王文华

国
家安全委员会本质上是国家应对现

代综合安全需要的产物。从新中国

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在很长一个

时期内，国家安全事务主要是由中央政治局

负责。这一制度无疑与毛泽东、周恩来、邓

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从战争中走来的特殊经

历有关，也与当时安全威胁相对单一紧密相

关。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抗美援朝，到 1962

年、1969 年和 1979 年的几场自卫反击战，

都是由中央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会作出的重

大决策。

1997年，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美国，了

解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后，开始考虑组建国

家安全委员会，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设立。

1999年美国悍然轰炸我国驻南联盟使馆，警

醒了中国人。当时，我国虽然在第一时间召

开了政治局会议，也作出了正确决策，但外

界评论中国作出系统反应的时间略长，暴露

出安全体制方面的一些问题。2000年 9月，

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

组”，与“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合署办

公，两块牌子、一套机构。中央国家安全领

导小组由主管外事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分管有关外事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与

外事、国家安全工作有密切工作联系的相关

机构部长组成，负责对外事和国家安全工作

领域的重大问题作出决策。这套安全应对机

制，在 2001 年中美撞机事件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但总的来看，这样的安全体制机制尚

不足以有效应对现代综合安全。2007年 1月

11日，中国进行反卫星试验，国际媒体大肆

炒作，而我国外交部发言人直至十几天后才

阐明中国政府的政策和立场。近年来，类似

外交与军事等方面的协调问题也反映出，我

国面临的安全环境日益错综复杂，组建国家

安全委员会正当其时。

2013年 11月 12日，公布了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公报》。《公报》指出，中央将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

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2014年 1月

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决定

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置，决定由习近平任主

席，李克强、张德江任副主席，下设常务委

员和委员若干名。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中共

中央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决策和议事协调机

构，统筹协调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

要工作。至此，我国就拥有了应对国内外综

合安全和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顶层运作机

制。有了这样一个机构，就能够把对外的国

家安全和对内的国家安全的各种力量整合在

一起，充分体现了维护国家安全与创新社会

治理的有机统一，有效预防与化解社会矛盾

的有机统一，预示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关

于国家安全战略思路的清晰化、科学化。

在当代中国，设立应对国家综合安全需

要的最高决策机构，顺应世界趋势，符合现

代化国家的安全需要，标志着我国国家安全

战略谋划和运筹能力的成熟，必将在维护国

家长治久安中发挥重大作用。

应对国家安全的总枢纽

从安全生态环境上看，我国是世界上不

确定性因素最多的国家之一。世界上有核武

器的国家共有 9 个，其中有 4个分布于我国

周边；世界十大人口国，6 个分布于我国周

边。特别是美国高调宣示重返亚太，把战略

重点对准我国，不断挑唆周边国家折腾、消

耗、牵制我国。随着国家安全利益的不断拓

展，我国安全面临的现实和潜在威胁不断增

多，太空、网络、海洋等领域的斗争非常激

烈，国家安全已远远超出了传统安全的范畴，

其范围愈加广泛，形式更加多样。传统意义

上的国家安全，主要是应对外部军事威胁，

如外敌入侵时的国防安全。非传统安全又称

新安全，它涉及日益拓展的领域和空间，如

经济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

安全、信息网络安全、反恐怖主义等。与此

相应，解决各类安全问题的手段和方式也发

生了深刻变化。过去主要由传统力量承担解

决国家安全问题，而随着国家安全的内含和

外延的深刻变化，维护国家安全的力量构成

和协调机构也应随之变化。而且，随着新的

安全威胁的不断出现，有些是跨领域的，不

是靠某一系统单独能够解决的，必须有一种

协调各个部门的力量来应对各种安全威胁。

比如，网络安全关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是我们面临的新的综合性挑战。截至 2013年

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 6 亿多，手机网民

达到 5 亿。可以说，现在的互联网已成为各

种利益诉求的集散地，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

对我国进行破坏和渗透的重要渠道。但我国

现行的互联网管理体制存在着多头管理、职

能交叉、权责不一、效率不高等问题。从根

本上解决包括信息网络安全，特别需要从国

家顶层上进行各方协调和综合治理。

今天的中国已经从地区性大国走向全球

性大国。处在这个关键时期，国家安全观念

的确立和相应的机制保障十分重要。而设立

国家安全委员会，正是体现一个大国的安全

理念。中国发展越快、空间拓展越宽、国际

化程度越高，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越大，国

家安全问题就会越来越重要，需要有权威性

机构和顶层运作机制对国家安全问题作出快

速反应。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目的在提升

国家安全决策效率。

党的十八大后，中央一直强调要统筹国

际国内两个大局，整合对内对外事务。当前

我国面临的安全挑战空前增大，国家安全形

势相比本世纪第一个十年要复杂得多，国家

安全往往涉及军事、外交、情报、公安、安

全等部门和工作，还涉及海洋权益、金融、

信息化和互联网等部门。面对日趋复杂的国

家安全态势，我国维护国家安全的资源却高

度分散，力量分布于政府和军队各个职能部

门中，需要综合应对之时却往往“各自为

战”。现有的中央外事、国家安全、反恐怖

等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难以作为国家

安全事务的核心机构去跟踪、分析和协调日

常事务，也缺乏足够的人力和资源来作出应

对重大突发性应急反应，以及制定、协调和

监督实施综合性的国家安全战略。因此，特

别需要一个权威性机构对国家安全力量进行

统一领导、集中决策和统筹协调，在国家层

面对国家安全战略进行规划，更好地发挥统

筹作用。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体现了构建“大安

全观”的战略思维，是应对国家安全形势深

刻变化的必然选择。例如，如果发生重大突

发事件导致我国海上战略通道中断，仅靠交

通运输或能源部门根本无法应对，需要从整

体上进行协调。而且，由一个部门提出的应

急方案可能局限于部门利益，无法更好、更

全面地解决危机，需要从国家层面上进行综

合应对。2013年 8月，国家反恐协调小组升

级为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以更好协调

各个职能部门，调动国家各种资源，有针对

性地加强重点地区的反恐工作。但这一机构

不足以应对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和土壤，而

国家安全委员会可以在更高层级上制定全面

应对恐怖主义的战略、规划、方案和措施，

进而对恐怖主义进行更有效的遏制。可见，

有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样一个总枢纽，将更

加有效地统筹安全维稳与经济发展、中央和

地方、陆地和海洋、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

事务等各方面关系，促进国家安全战略的

“一盘棋”运作，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提升国家外交能力的战略举措

近年来，随着我国的迅速发展，有效整

合外交资源，减少我国和平发展国际摩擦成

本的问题日渐突出。一些国际安全事件的矛

头、焦点和锋线前所未有地指向中国，我国

外部安全决策上势单力薄的问题日益凸显。

比如，在外部安全决策上，以外交口主导的

外事领导小组负责，面对综合性的外部安全

威胁，难以将国防、经济、公安等力量握成

一个拳头，打出组合拳。同时，中国作为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设立

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利于形成有效的调节机

制，是适应中国大国地位的有效举措。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体现了构建“大

外交观”的战略思维，标志着中国的外交能

力的提升。最直接的体现，是减少信息上报

与指令下达的环节，拉近最高决策层与事件

原点之间的距离，显著提高中国应对急难险

重问题、快速有效维护国家核心和重大利益

的能力，降低外界误读、误判的可能，提升

我国外交工作和决策的效率，以应对更加复

杂的局面。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以后，中国

对外部安全问题的应对能力会进一步提高，

战略评估、战略分层、战略规划、战略决策

和战略布局能力进一步增强，以日益增强的

国力为基础，在国际社会中可以更加积极地

维护国家利益，有利于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上

争取主动。

目前，从全球范围内看，美国、巴西、

南非、土耳其、马来西亚、伊朗、沙特、土

耳其、巴基斯坦、波兰、乌拉圭、智利等国

都设有国家安全委员会或类似机构，作为国

家安全领导机关，统筹协调各部门处理国家

安全事务。国家安全委员会可以发挥外交的

功能，与世界各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对话

和交流，积极开展国家安全领域的磋商，对

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外交格局的形成

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国家安全委员

会还可以成为反映中国人民共同意志、对外

宣传我国外交和国防政策的重要窗口，有助

于消除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对我国综合

国力增强和军事力量发展的疑虑，进一步改

善我国国际环境。

夯实国家安全的基础工程

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实现经济建设

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是筑牢国家安全的基

础工程。这一宏大工程，涉及多方利益，尤

其需要坚强的国家意志强力推进。从现实

看，国家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被赋予统筹两大

建设、推进融合发展的职能，军民融合中各

自为政、管理分散、职能重叠的问题十分突

出，重大问题都是一事一议一定，一些跨部

门、跨领域、跨系统的军民融合重大事项缺

乏有力协调和管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个

重大贡献，就是对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作

了总体制度设计，明确提出在国家层面建立

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统一领导、军地协调、

需求对接、资源共享机制。落实贯彻十八届

三中全会《决定》精神，统筹经济建设和国

防建设，扎实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这一长

期的系统工程建设，都离不开国家最高安全

层面上统筹协调。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实

际上确立了统筹国家安全与发展的重要顶层

机构，有益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协调发

展，有益于消除军地分割、推动军民融合深

度发展。


